
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教材

［新］梁秉赋

摘 要:新加坡在 1984 至 1992 年之间，曾推行过“儒家伦理”课程，作为中学德育课程的一个选

项，让中学三四年级的学生自由选修。新加坡政府当时乃是通过隶属教育部的课程发展署，负责开

发一套名为《儒家伦理》的教材及培训授课教师，再于全国各所中学普遍开课，来实践在学校里教导

儒家思想的这一举措的。以国家之力，在公立教育体系之中，以一门正规课程的方式向年仅十五六

岁的青少年学生有系统地介绍儒家思想，即使是在当下的华人社会中可能也还是少见的，更何况是

早于近四十年前既已为之。因此，新加坡当年之推行这一课程，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弘扬而言自然

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以《儒家伦理》这一套教材为切入点，对其产生背景、所拟达成的教学目标为

何、体系是否完善、内容是否充实、又具有什么特色、可予以后人怎样的启示等问题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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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新加坡在 1984 至 1992 年之间，曾经在学校里推行过一个“儒家伦理”课程，作为中学德育课

程的一个选项，让中学三四年级的学生自由选读。①一个在学校里边推行的正规课程，自然必须

具有一套完整的师训和教材体系。新加坡当时便是由隶属教育部的新加坡课程发展署，负责开

发一套名为《儒家伦理》的教材及培训授课教师，然后再于全国各所中学开课供学生选修，来实

践在学校里教导儒家思想的这一举措的。

课程发展署当时聘请了在美国大学任教的余英时和杜维明两位先生为其儒家伦理课程编写

组的海外顾问。两位专家于 1982 年 8 月，在新加坡副总理暨时任教育部长吴庆瑞的邀请下，到

新加坡来为该课程“拟定基本的概念范畴”。据主其事的儒家伦理教育委员会之副主席刘蕙霞

披露，委员会主席吴德耀和委员苏新鋈，曾各自为编写这套教材而提出一份课程纲要，但后来则

是根据由“美国华裔儒家学者”杜维明最后拟定的课程纲要来编写完成。②

以国家之力，在公立教育体系之中，以一门正规课程的方式向年仅十五六岁的学生有系统地

介绍儒家思想，即使是在当下的华人社会中可能也还是少见的，更何况是早在近四十年前既已为

之。因此，新加坡当年之推行这一课程，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传扬而言自然具有一定的意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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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这一“儒家伦理”课程有以中文和英文来授课的两种，即学生可以中文或英文来修读该课程。本文的讨论以
该课程的中文教材为对象。
陈婷、谭顺娇:《15 间中学下月开始试教儒家伦理课程》，《联合早报》1983 年 6 月 15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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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是以拟为这一套《儒家伦理》教材作一简介，主要是针对它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所拟达

成的教学目标为何、其体系是否完善、内容是否充实、又具有什么特色、可予以后人怎样的启示等

问题作一考察。尤其是这一套教材与 20 世纪的所谓“新儒家”似颇有渊源，此亦或足以为记。

二、《儒家伦理》教材的体系

《儒家伦理》由“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人员负责编撰。该小组的主任为刘蕙霞博士，成员包

括黄守坚、杨秀钦、陈兴、邢济众、何子煌、林宝环、丘柳漫，并由周国灿负责“文字修饰”。这整套

教材包含四大部分，即专供学生使用的课本、作业簿和辅助读本，以及专供授课教师使用的教师

手册。

其课本依中学三年级和中学四年级分为两册( 分别简称为中三、中四) ，各有 20 篇课文。全

书 40 篇课文之篇目见表 1:

表 1 《儒家伦理》教材中三、中四篇目表

《儒家伦理: 中学三年级课本》 《儒家伦理: 中学四年级课本》

1 绪论 1 内圣外王
2 孔子的时代 2 仁
3 万世师表———孔子 3 智
4 孔子以后的儒学大师( 一) ———孟子和荀子 4 勇
5 孔子以后的儒学大师( 二) ———朱熹和王阳明 5 义
6 人生的意义 6 礼
7 修身的必要 7 信
8 为学的目的 8 中庸的道理
9 求知的精神———格物、致知 9 人性的修养
10 道德的基础———诚意、正心 1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1 培养自省的能力 11 己欲立而立人
12 知和行的联系 12 彼此信赖的社会
13 君子的含义 13 权利与义务
14 生活的乐趣 14 理想的人格
15 父母与子女 15 理想的世界
16 手足情深 16 儒家思想的主要演变( 一) ———先秦到隋唐
17 婚姻的价值 17 儒家思想的主要演变( 二) ———宋明到当代
18 友谊的可贵 18 儒家思想对东亚的影响
19 人民与国家 19 儒家思想与我国社会的关系
20 个人、家庭与社会 20 总结

中三和中四的这两册课本分别出版于 1984 年 12 月和 1985 年 11 月; 编委会复于 1988 年和
1989年先后为这两个年级的课本再出一个“修订版”，但初版与修订版的课文篇目及内容并无大异。

除了课本正文之外，该教材的编撰人员尚于 1987 年 5 月，再出版两册的“辅助读本”，以 50

多个人物的故事，来深化学生对儒家思想的了解。据编者自述，这些人物可归纳为三大类别:

第一类: 儒家传统的塑造者，包括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儒学家。

第二类:“内圣外王”的典范，指兼具圣人的品德和王者的风范的人物。

第三类: 体现儒家精神的人物，他们都对国家和社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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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指出:“这些人物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各有不同的遭遇，但他们都不计较个人的成

败得失，尽心竭力地为国家社会效劳”。因此，将他们的生平事迹编辑成书，目的就是“希望年轻

的读者能够向他们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磨炼自己，克服一切的困难，在人生的道路上迈进”。①

编者将这两册“儒家伦理辅助读本”取名为《他们走过的路》，其中学三年级和中学四年级的

两分册，亦各有 20 篇课文。全书 40 篇课文之篇目见表 2:

表 2 《儒家伦理》辅导读本中三、中四篇目表

《他们走过的路———儒家伦理辅助读本: 中学三年级》 《他们走过的路———儒家伦理辅助读本: 中学四年级》

( 一) 儒家传统的塑造者 ( 一) 内圣外王的典范

1 圣人孔子 1 传说中的古代圣王———尧、舜、禹
2 孔子的四个学生( 勇敢率直的子路、聪明通达的
子贡、虚心好学的颜回、事亲至孝的曾子)

2 商汤和周公

3 亚圣孟子
( 二) 儒家传统的塑造者

4 注重礼乐教化的荀子
3 主张“独尊儒术”的董仲舒

5 陆象山要堂堂正正地做人
4 宋朝儒学的先驱———周敦颐和张载

6 白鹿洞书院院主———朱熹
5 温和与严肃的对照———二程兄弟

7 文武全才的王阳明
6 不向侵略者低头的儒家学者———顾炎武、王
夫之和黄宗羲

( 二) 体现儒家精神的人物 7 戴震最喜欢读书
8 三位伟大的母亲( 孟母三迁和断机教子、欧阳修
的母亲画荻教子、岳母教子尽忠报国)

8 韩国大儒李退溪

9 爱国诗人屈原的死
9 富有孝悌精神的李栗谷

10 手足情深的好榜样( 聂荣为弟弟牺牲、司马家兄
弟的快乐时光、王拯有一个好姐姐)

10 切合实际的日本儒学家( 藤原惺窝和林罗
山、中江藤树、山崎闇斋)

11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 三) 体现儒家精神的人物

12 苏武牧羊十九年
11 真正的勇者———蔺相如

13 班超投笔从戎
12 用兵如神的诸葛亮

14 重友情讲义气的关羽
13 诗圣杜甫

15 神医华佗
14 重振儒学的韩愈

16 女英雄花木兰和秋瑾
15 范仲淹处处为人着想

17 郭子仪平乱立大功
16 包公铁面无私

18 俭朴、诚实的司马光
17 文天祥宁死不投降

19 李时珍爬山采药草
18 不愿做亡国奴的朱舜水

20 铁路专家詹天佑
19 孙中山推翻清政府
20 两位为儒学播种的新加坡华人———林文庆
和邱菽园

本教材的作业亦分中三和中四两册，紧依个别年级的课文内容，布置练习题，“帮助学生巩

固已学习过的伦理观念”。这些“练习方式”，包括填充、选择题、问答题、完成句子、词语解释、短

文理解问答等。

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也为授课教师编写了两册( 中三和中四) 的《教师手册》。编写组指出，

此手册之编写“是要帮助教师在进行教学之前，对课文内容、要点、教学步骤、视听教材和活动建

议有所了解，以期增强教学效果”。该手册“系以课为单位，分为十个部分”，即: ( 一) 教学目标、

( 二) 行为目的、( 三) 课文要点、( 四) 教学法与教学过程、( 五) 名句、( 六) 视听教材、( 七) 活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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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他们走过的路———儒家伦理辅助读本: 中学三年级》，新加坡: 教育出版社，1987
年，“前言”。



议、( 八) 作业指导、( 九) 补充资料、( 十) 参考书目。这十项内容，在协助老师从课前准备到在课

堂上展开实际教学，以及课后的延伸指导( 如安排作业和设置评估) ，无疑是极有帮助的。但也

许这里面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的“补充资料”和“参考书目”的部分。

所谓的“补充资料”，其实是本书编者为协助授课教师对各篇课文之中难度较高的内容的了

解，进而深化认识，而从原始文献或学者的论析中萃取出相关的解释、说明，将之汇编在一起，以

方便教师阅读消化。比如，针对中学三年级的第 9 课《求知的精神———格物、致知》这一篇课文

而言，编者便认为有必要提供材料来让老师们对: 致知在格物、儒家重视思考和怀疑的精神、孔子

的四毋等课题有更深入的了解。于是，他们从朱熹《四书集注》传五《释格物致知》、胡适《中国哲

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和陈大齐《孔子的四毋》等论著之中，截取出与此相关的释文，作为“补

充材料”，将它们收录在“手册”之中，让教师们参考。

教材的编者还在中三和中四的两册教师手册之末页，将“补充材料”中引用得最多的文献或

论著，也就是他们认为应该推荐给教师们作为必备或常备参考读物的书籍，汇整出一份书单来，

名之为“补充读物介绍”。这些书籍，含括了杨伯峻、侯外庐、任继愈、冯友兰、劳思光、熊十力、牟

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杜维明、梁漱溟、张荫麟、钱穆、余英时、蔡仁厚、方东美、刘述先、邱汉生、陈

大齐、黄俊杰、王邦雄、曾昭旭、杨祖汉、梅贻宝，以及狄培理( Wm． Theodore de Bary) 等现当代学

人的 40 余部论著。这些阅读材料，对培养教师们的儒学素养，当有相当的助益。

当然，编撰教师手册的用意是为确保教材的内容及其教学效果，能在大范围的课堂教学中，

都得到素质有所保证的广泛复制。而要达成这样的教学效果，师资训练更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

节。因此，课程发展署在编写本教材的同时，也进行教师培训。早在 1983 年，便有 40 余位教师

为“儒家伦理”课程的推行而参与了为期 4 个月，总课时为 96 个小时的师训班。①第一届的儒家

伦理课程师训班学员在 1984 年 3 月完成培训。②在 1985 年初，已有 255 位老师完成了培训。③到

了该年年底，则续有 5 届学员约 300 人完成培训。④这些参加过培训的任课教师在 1985 年 8 月，

还自发成立了一个名为“新加坡儒学研究会”的组织，以“响应政府推行儒学，提高中学儒家伦理

课程的教学效能，及发挥东方优良传统的道德观”，并敦请余英时和杜维明为“会务顾问”。⑤这

个团体后来还出版一份名为《儒家文化》的学报，成为积极推动儒学的一个民间团体。⑥这些发

展，当可溯源于教师们在培训班及教学相长的过程所凝聚养成的道统意识和使命感。

这些材料让我们了解，《儒家伦理》这套教材在体例方面可说是颇为完备的。首先，从学生

用书上即可看到，除了课本的篇幅颇为丰富以外，尚有内容充实的辅助读本，以及设计规范的作

业本子。此外，负责编写教材的单位还为授课教师编撰出甚为详尽的教学手册，以及组织课时充

足的师资培训来引导教师们落实高效的教学，从而保证整个课程的教学目标得以达成。可以认

为，《儒家伦理》是由新加坡课程发展署以严谨的规划和认真的作业方式开发而成的。那么，这

一套教材有什么值得留意的特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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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婷、谭顺娇:《15 间中学下月开始试教儒家伦理课程》，《联合早报》1983 年 6 月 15 日，第 1 版。
《儒家伦理课程试教成绩令人满意》，《联合早报》1984 年 3 月 17 日，第 4 版。
《儒家伦理道德课程 选修学生数近六千》，《联合晚报》1985 年 1 月 9 日，第 4 版。
《刘蕙霞博士对儒家课程教学评语 教材师资及教学法与理想效果有距离》，《联合早报》1985 年 8 月 5 日，
第 5 版。
《儒学研究会下月举行成立仪式》，《联合早报》1985 年 7 月 13 日，第 9 版。
《儒家文化》自 2001 年创刊至 2008 年总共出版了 5 期，其主编为吕振端。



三、《儒家伦理》教材的特色

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新加坡的国家领导人要向中学生推行学习儒家伦理，并不是出于他们

之服膺儒学，或是因为对这一学术传统有真诚的信仰而萌生弘道之心。他们是认为，当时许多东

亚国家和地区( 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之所以能在战后快速取得经济起

飞，乃是得益于其人民之性格意志及精神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从历史上传承而来的儒家

伦理观念所塑造而成的。依据他们的理解，以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为其社群或民族文化之核心

内涵的大陆境外之华人地区，还有日本和韩国，其人民讲求和谐、注重纪律、谨守道德规范，并且

好求上进、勤劳奋发，故使其社会充满活力，因此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新加坡官方之所以积极

地在中学里推行“儒家伦理”课程，目的便是希望能借此巩固其社会中( 至少是其华裔群体) 的这

一文化传统，从而使这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得以维持。

存在于东亚社会中的传统的伦理观念或道德意识，自古以来主要是通过在宗族或家庭中以

口耳相传，或社会贤达及亲人长辈的身教言教而传承下来的。但其社会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之后，

尤其是因为与环球经济的发展挂钩而受到外来思想的冲击以后，这些国家固有的民间传统渐趋

淡薄。新加坡的国家领导人甚至觉得自己国家的情况可能要比其他东亚国家与地区更为严重，

那是因为自 1950 年代以来英文教育已经在新加坡得到普及化的发展。因此他们认为，让学校来

代替( 或辅助) 家庭以传递伦理，也许不失为一补救之道。但要以贯彻世俗化教育的学校替代以

血缘为纽带的家庭来灌输道德观念，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它必须以有系统、具规范的方式

来进行，而不能如家庭语境情况下的随机点拨。而这当中最具挑战之处，还是要如何把源自古代

宗法社会的儒家“伦理”，提炼为适合现代社会之所需的“德目”。要而言之，就是要如何以一个

现代的视角，来撷取传统儒学的精义。这就是新加坡当局为什么要慎重其事、大费周章地编写出

一套《儒家伦理》教材的根本原因。

新加坡当时对如何着手去编写这样一套切合时宜的教材是经过一番思考的。儒学固有的典

籍自成体系，其学理传授亦家法分明，义理观念也清晰明白。然而，当局不主张根据儒学原有的

经典，一部一部、一章一章、一则一则地逐句逐字来教导儒家思想。吴庆瑞就曾表明，不能再用
“教导四书章句的老方法”来教“儒家伦理”。他向记者透露，当局在听取了杜维明等外国专家的

分析后，决定采纳他们的建议，先拟定一个明确的教学目标，再规划出一个能实现这个目标的编

写方法。其所确定下来的教学目标，就是要使这套教材能“在社会环境中培养出具有道德意识

的个体”。①这意味着，教材的编写人员乃是先设立起一个框架，再依照这个格式到儒学的源泉里

边去汲取合适的内容，来把这个预设的结构填满。这个框架的形体，即其所谓的“社会环境”。

从课文的篇目，我们可以看到这套教材所针对的“社会环境”，便是与学生的成长历程息息相关

的个人、家庭、社群( 学校、职场) 和国家等场域。教材的编写人员，就是以这些社会环境的建设

为出发点，从儒学的材料里面，萃取出可用来把学生形塑成具有理想的道德意识或伦理观念的

个体。

比如对学生个人身心的陶养而言，教材的编者为了使学生了解到“修身的必要”( 中三课本

·99·

梁秉赋: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教材

① Lets stand Confucius on his head where necessary，The Straits Times，31 December 1982，p． 1．



第 7 课) ，便先从《孟子·离娄下》引用孟子所说的:“人和禽兽不同的地方，是很微小的”这则警

句( 原文为“人之所以异于人禽兽者几希”) ，来引起学生对这个课题的注意。然后再进而指出:

这“微小的不同，就是人生下来就具有善良的本性”。课文遂由此导出“人( 要) 靠修养来保持这

种本性”，以有别于禽兽。课文并且引述《礼记·大学》的格言: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让学生了解到个人一己的修养，其

实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和谐安定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教材的编者向学生说明，儒家因为认为
“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所以强调从国家领导人到一般的人民，“都要以修身做根

本”。至于可以依循的修身的方法，课文便从《论语·学而》中引用“就有道而正焉”为例，来让学

生知道孔子既曾说过，可以通过“亲近有道德的人来改正自己的缺点”。①

再如对学生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家庭伦理的陶养而言，教材希望儒家学说能启发学生发展成

为一个能够与自己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以及未来的伴侣保有和谐的亲情关系的人。因此，它以

儒家的“五伦”观念来引导学生。比如在中三课本第 15 课中，编者便引《论语·为政》篇，让学生

认识到孔子曾经指出:“现在孝顺父母的人，以为能养活父母就算了，其实畜牲中的狗和马，也都

是人饲养的。如果对父母不尊敬，那么，奉养父母和饲养狗马，又有什么分别呢?”至于如何具体的

对父母亲表达敬爱之心，课文指出孔子的想法便是:“要使父母快慰，儿女应该经常保持和悦的脸

色。这一点是最难能可贵的”。编者也在本篇课文之中，引用了《论语·学而》的原文“孝悌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让学生明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一切道德的基础”。然后再以《孟子·梁惠王

上》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向学生说明“只有孝顺父母的人，才能够把敬和

爱的精神，推广到别人的父母身上”，借此培养他们具有“仁爱的精神”。②

由此可知，这部教材并不以经书固有的形式为依归，比如先教《论语》、续教《孟子》《荀子》

等，或按《诗》《书》《礼》……这样的次序，及以逐句释义的方法，让学生通过直接研读这些原典

来掌握儒学。它所采行的编撰方法，是以特定的主题: 比如一个人为什么需要为学、修身，人们又

可以怎样地以“智、仁、勇”，或“中庸的道理”，及“己欲立而立人”“君子”的人格等等儒家义理观

念来作为纲目轴心，将散见于不同儒家典籍中的相关思想融汇贯穿在个别的主题之下( 即单篇

课文之中) ，让学生来学习和理解。这样的编写方式，其实是需要编撰人员先对儒学义理加以消

化以后，再从中依据课程目标撷取出所需的思想资源，齐整地呈现给中学生来加以学习。

这样的教导方式固然有其特色，但承载在这一套教材中的儒学内容，是否有足够的分量? 这

个问题也许可以从它对儒学原著的称引情况，稍微一窥究竟。据笔者粗略的统计，在《儒家伦

理》中三、中四的课文中所引述的儒学义理，其来源涵盖下列的文献:《周易》《尚书》《诗经》《左

传》《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孝经》《韩诗外传》《新序》《孔子家语》《大学传》《世说新语》

《朱子语类》《四书集注》及张载、程颐、范仲淹、陆象山、王阳明、文天祥等人的论著。其实，除了
《论语》《孟子》《荀子》和《礼记》以外，其余诸书称引的次数分别都仅有一两则而已。惟其援引
《论语》之处，有 106 次( 58 次直接引用原文，48 次以语体文转述原意; 除《乡党》《尧曰》外，诸篇

皆有称引) 、《孟子》34 次( 18 次直接引用原文，16 次以语体文转述原意; 除《公孙丑下》《万章上》

外，诸篇皆有称引) 、《礼记》21 次( 《曲礼上》1 次、《礼运》3 次、《学记》2 次、《中庸》9 次、《儒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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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学》5 次) 、《荀子》10 次( 《修身》2 次，《礼论》1 次，《性恶》4 次，《君子》1 次，《子道》2

次) 。其所称述的引文，绝大多数都是为儒生所熟稔的教义。因此，单从数据上看，似亦足以说

明这套《儒家伦理》教材的内涵，是可称扎实的。

由此可见，新加坡课程发展署所开发的这套《儒家伦理》教材，乃是编者有意识地从儒学经

典之中汲取思想资源来启发学生，尝试把他们培养成一个能“依据自己仁爱的心和明辨是非的

智慧去立身处世，在现实社会中，不断地自我修养，建立完美的人格”的人。这样一个“可以使自

己的生命得到良好发展”的个体，也将会是一个能“同时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充分运用中庸的道

理，努力发挥忠恕的精神”，并由此建立起一个“互助合作、彼此信赖的社会”的好公民。①这就是

这套教材所欲达成的“在社会环境中培养出具有道德意识的个体”的目标。

我们从编者在“教师手册”中为任课教师所准备的“补充材料”中还可以看到，它所引用以及

介绍给老师们作深广和延伸阅读的参考读物，大部分都是出版于中国大陆以外( 主要是台湾地

区) 的书籍。尤有意思的是，这些书籍还是以“新儒家”之代表人物或其弟子的论著为主的。这

套教材的两位“海外顾问”，杜维明即师事徐复观，而余英时则受业于钱穆。②其实，《儒家伦理》

的编写，有显明的受新儒家之精神意气所影响的印痕，尤其是在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如

何与西方的现代文明共融并生等问题的理解方面。儒生讲道器关系，主道不变器亦不变。但 19

世纪中晚期以后，电报、火车、火轮已普及神州大地，由是逼迫经生不得不以中体西用说来应对。

迄 20 世纪中叶，以原子弹之发明为代表的高科技及欧美之议会政治俨然已成世界之主流。此时

压在以延续道统之重任为担当的士子头上的一道大问题，便是如何力证从中国古老的文明之中，

也能开出民主与科学的果实。此即新儒家之一大关怀所在。所以我们在牟宗三、徐复观、张君

劢、唐君毅四位先生所曾联署的声明中便读到:

我们须先承认中国古代之文化，分明是注重实用技术的。故传说中之圣王，都是器物的

发明者。而儒家亦素有形上之道见于形下之器的思想，而重“正德”“利用”“厚生”……西

方科学精神，实导源于希腊人之为求知而求知。此种为求知而求知之态度，乃是要先置定一

客观对象世界，而至少在暂时，收敛我们一切实用的活动及道德实践的活动，超越我们对于

客观事物之一切利害的判断与道德价值之判断，而让我们之认识的心灵主体，一方如其所知

的观察客观对象，所呈现于此主体之前之一切现象; 一方顺其理性之运用，以从事纯理论的

推演，由此以使客观对象世界之条理，及此理性的运用中所展现的思想范畴，逻辑规律，亦呈

现于此认识的心灵主体之前，而为其所清明的加以观照涵摄者。此种科学之精神，毕竟为中

国先哲之所缺，因而其理论科学，不能继续发展……中国人不仅当只求自觉成为一道德的主

体，以直下贯注于利用厚生，而为实用活动之主体; 更当兼求自觉成为纯粹认识之主体……

则中国文化中，必当建立一纯理论的科学知识之世界，或独立之科学的文化领域; 在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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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之道德性的道德观念之外，兼须建立一学统，即科学知识之传承不断之统。①

新儒家此一冀以中国固有之重“利用”“厚生”之思想为基础，希望生活在当代的华人，能使

其“认识的心灵的主体”在对客观事物作“一切利害的及道德价值的判断”之外，也能“顺( 着) 其

理性的运用，以从事纯理论的推演”之思路，在《儒家伦理》中三课本的第 9 课《求知的精神———

格物、致知》中有生动的反映:

儒家传统所关心的是人生问题，比较忽略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说儒

家学者没有科学方面的求真精神。举例来说，两千年前的荀子，在他的《天论》那篇文章里，

就指出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的转变，都是自然的现象。至于日蚀月蚀、水灾旱灾，也是

自然的现象……朱熹讲格物致知，他发现山上有蚌壳，就说这几座山以前必定是海; 看见群

山起伏，有如波浪，就说以前这许多山恐怕是流动的，后来才凝结起来。海怎么会变成山，流

动的山怎么会凝结起来，他想其中一定有道理。可见他是具有科学头脑的。不过，荀子、朱

熹他们都没有对宇宙的现象和地质的变迁作深入的研究，因为他们都把思想集中在与现实

生活有关的事物上……我们生活在现代的社会里，一方面应该培养道德品德，另一方面也需

要发扬科学精神，努力从事各种工艺技术以及现代科学的研究。这样，我们才有足够的能

力，更有效地去服务社会，造福人群。②

可知，教材的编者旨在引导学生看到，儒家学者是具有对自然界作深入观察的用心和努力

的。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并不缺乏“科学方面的求真精神”。然而可惜的是，古代的儒生没有更

进一步对隐藏于“海怎么会变成山，流动的山怎么会凝结起来”的背后的“道理”，进行更进一步

的研究。也就是说，他们正如新儒家所分析的，没有“以使客观对象世界之条理，及此理性的运

用中所展现的思想范畴，逻辑规律，亦呈现于( 其) 认识的心灵主体之前”。因此课本教导学生，

要懂得在“培养道德品德”的同时，“也( 能) 发扬科学( 研究的) 精神”。此或即牟、徐、张、唐所

谓，在“自觉成为一道德的主体”之外，尚“兼求自觉成为纯粹认识之主体”，也就是“在中国传统

之道德性的道德观念之外，兼须建立一科学知识之传承不断的学统”。

至于儒学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关系，牟、徐、张、唐四氏亦认为二者并非凿枘难容。他们指出，

“不能说中国文化中无民主思想之种子”，因为“儒家推崇尧舜之禅让及汤武之革命，便是确定指

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及‘君位之可更迭’”。四位先生由是认为，“道德上

之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即为民主政治思想根源之所在，( 由此而) 必然发展至( 对) 民主制

度之肯定”。他们且进一步指出，“中国过去政治虽是君主制度，但此与一般西方之君主制度，自

来即不完全相同。此种不同，自中国最早的政治思想上说，即以民意代表天命。故奉天承命的人

君，必表现为对民意之尊重，且须受民意之考验”。也就是说，对儒家而言，“政治之理想乃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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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民之好恶”。①《儒家伦理》的编者也向学生说明，“儒家学说本身是具有反省和批判的精

神的”。②他们在课文中作引申解释:“古代人民要效忠国君。但是效忠国君，并不是盲目地服从。

孔子……认为，臣子对国君的命令，应该仔细分辨，对的才听从，不对的就要直言相劝。”③而至为

根本的一点，是“孔子最向往尧舜的禅让”。④因为“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天下为公”，所以主张“领
袖应该施行仁政，重视人民的意见和福利，同时，不要把国家当作私人的财产; 要是发现有人比自

己更能干时，就应该随时准备退位让贤”。⑤孟子就“拿人民、国家和统治者来比较，认为人民最重

要，其次是国家，然后才是统治者”。⑥

当然，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之用心所在，乃在于阐明“中国的宰相制度、御史制

度、征辟制度、选举制度、科举制度，( 固然) 都可使君主在政府内部之权利受到一些道德上的限
制”，但这些本质上仍为“政府内部”的制度，其实都无法真正有效地限制“能而不贤”及“不能不
贤”的君主之权利。他们真正所想达成的，是把“仅由君主加以采择与最后决定而后施行之政治

制度”彻底屏弃，认为它“必须化为由全体人民所建立之政治制度，即宪法下之政治制度”。⑦由
于新加坡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儒家伦理》的编者对这一点已无需再加着墨，但他们仍不忘指
出，虽然“我们的政府是民选的”，古代的“‘君臣’关系”已被现在的“‘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所取代，我们仍要记取孔子“臣子不分是非地服从国君，哪里是忠?”的教诲。因此在课文中教导
学生:“效忠国家，就应该关心和了解政府的种种措施，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利用正确的途

径，譬如通过国会议员或报章，向政府提出来。如果政府的施政对国家有利，我们就应该尽力去
响应和支持。”⑧这或可视为在制度建设方面的用心。“由全体人民所建立之宪政制度”在新加
坡既已完成，《儒家伦理》以儒学既重政治纲常，亦主以上下和谐沟通的协商精神而非抗争式的

手段，来培养学生致力于建设一个“安定而有人情味的社会”。⑨

虽然《儒家伦理》中烙有以“中国文化”为关怀的新儒家思想之印痕，而这套教材也用了两篇
课文的篇幅来介绍儒家思想从先秦、隋唐、宋明到当代中国的“主要演变”。不过，教材的编者也

强调“儒家伦理”这一“由孔子建立起来的道德标准和理想”，是经过后来许多“儒家学者的继承
和发扬”，才“成为今日一套人人适用的人生哲理”的。瑏瑠其要点乃是，这些曾对儒学的发展作出

贡献的历代学者，也包括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地的人士。教材的编者意在指出的是，“儒家思想
发源于中国，然后传入韩、日、越等邻近国家，成为这些国家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从这里可以看
到，儒家思想不仅是华人社会的传统，同时也被非华人社会所接受。事实上，它已成为亚洲伦理

思想的主流之一”。瑏瑡新加坡是一个由多元民族组成的国家，教材的编者因此刻意说明儒学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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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仅属华人专有，而是东亚多国的共同文化遗产。这虽有其国情上的考量，但亦不失为从一个

更高的视角来审视儒学的发展。

四、结 论

根据当局的统计，1985 年“儒家伦理”课程刚推出的次年，当时在新加坡的中学里选修这一

课程的学生接近 6 000 名( 中文班学生 5 000 余名，英文班约 700 名) 。①到了 1987 年，选修该课

程的学生人数增至 14 795 名，占全国中三与中四学生总数的 18． 7%。这当中，以中文来修读的

学生，其人数约为英文班学生的三倍。②而在 1989 年，全国修读儒家伦理课程的学生人数，也有 1

万 4 千多名，③其比例亦占学生总数的 17． 8%。④然而到了 1992 年，新加坡教育部在中学生的道

德教育方面实施了新的政策，“儒家伦理”及与它同期开办的其它德育课程开始为新的课程所取

代。《儒家伦理》这一套教材，遂不再成为在学校里供学生们修习的科目。⑤但当年经新加坡国内

和国际有心人士的共同努力而留下来的这一套《儒家伦理》教材，在体例及内容的编撰上，其实

颇具特色。它对有意向青少年学生教导儒学的人士，也许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资借鉴。

新加坡在 1980 年代初期拟编写《儒家伦理》教材时，中国尚为儒门淡薄之时，还未从批林批

孔的运动中恢复过来。因此，新加坡当时借重大陆境外的儒学专家来玉成其事，也是很自然的。

新儒家，或受其精神感召的华裔学者，恰为此时一具有影响力的学术群体，其开宗人物与及门弟

子许多尚当风华正茂。一方有用世之心，一方有问道之意，相互吸引，遂成就一段善缘。余英时

与杜维明两先生于 1982 年 8 月应邀而至，成为新加坡国家领导人虚席以待的问道对象之时，两

人皆不过四五十岁，青春正富，以弘道为己任，殷殷献策。儒生之苦心孤诣，诚然可敬。而新加坡

的政治领袖虽然是从现实的立场出发，对儒学实只本着借用之心而已，但他们让受到余、杜等海

外专家之影响的教材编写人员能自由发挥，从而使他们所受纳的新儒家思想得以较完整地融入

教材之中，或许亦得以显示新加坡的“王者”对学者们的独立见解，还是有足够的开明度，能给予

其应有的尊重的。

( 责任编辑: 张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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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d，and Confucian humanism be given a new impulse．
Keywords: evolving lineages with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multi-paradigmatic philosophy”;

culture-inclusive theory; “co-construction of three traditions”

Benevolent Love and the Conception of the Great Harmony in Modern East Asia: A Discussion
Centered on Kang Youwei，Park Eun-sik and Kojima Yuma Zhai Kuifeng，Wang Xingfang

Abstract: The concept of“Great Harmony”( da tong 大同) from the“Development of Ｒitual”
( Liyun 礼运) chapter of the“Ｒecords of Ｒitual”( Liji 礼记) has flourished in Modern Chinese
thought and has been highly esteemed among schools of progressive thought． Of the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da tong，academically speaking，Kang Youweis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In Kang
Youwei＇s view，benevolent lov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ideal of da tong，and by continuously
expanding benevolence，its complete realization will lead to a society of Great Harmony． In terms of
intellectual resources，Mencius and Buddhism had a strong influence on Kang Youwei＇s conception of
da tong． He believed that commiserating benevolence can connect all religious beliefs． Park Eun-sik
was a modern Korean thinker of the Patriotic Enlightenment movement who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Kang Youwei and especially Liang Qichao． He also attached importance to elucidating the ideal of da
tong． Unlike Kang，who did not attach much importance to the thought of the school of Wang
Yangming，Park was influenced by modern Japanese Yangmingism and highly respected this school of
thought，emphasizing the perspective of Wang Yangmings conception of benevolence as“all things are
of one body”( wan wu yi ti 万物一体) in his discussion of da tong． Kojima Yuma is a famous modern
Japanese thinker，who incorporated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from the German sociologist
Ferdinand Tnnies to interpret Mencius，believing Mencius to have been a great sociologist in his own
right． He discussed the idea of a society of Great Harmony by elucidating Menciuss conception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ren yi 仁义) ，believing that moral consciousness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such a society． These three men all took benevolent love as the foundation of a society of
Great Harmony in their conception of da tong，but each in their elucidations also had his own
characteristics，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modern East Asian scholars reflect
on and explore the ideal of a beautiful society for humanity．

Keywords: benevolence; Mencius; Wang Yangming; Great Harmony; Gongyang school

The Confucian Ethics Curriculum in Singapore Neo Pengfu
Abstract: Between 1984 and 1992，a“Confucian Ethics”curriculum was offered to third and

fourth yea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Singapore as an elective subject of moral education．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Singapore，a statutory board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was
tasked to develop the teaching material of Confucian Ethics and train qualified teachers before the
subject was formally offered to students in the nation． This endeavor of introducing Confucian ethics to
teenagers of 15 and 16 years of age in a comprehensive way via the public school system could be
considered as unusual even in current times，not to mention that it actually took place close to 40 years
ago． It was therefore a noteworthy effort of promoting 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on the contents，pedagogy，and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he curriculum，as
well as its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Keywords: Confucianism in Singapore; moral education; civic education; Confucianism;
Confucian ethics; New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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